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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以厦门 PX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集体抗争事件频繁发生，“公民环境权”或“环境人权”
日益成为我国环境法和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及其相关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专门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
法律的不断修改，我国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正在得到更好的制度化保护与保障。但也无可置疑
的是，中国的环境法制( 治) 建设还未达到一个历史性“拐点”，即明确确立与宣示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民环
境权利或“环境人权”的宪政基础。中国环境法制( 治) 建设的更大进展，除了法律渠道下的渐进改良，更
为关键的也许是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动力，尤其是来自民间基层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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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厦门 PX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集体抗
争事件频繁发生，“公民环境权”或“环境人权”日
益成为我国环境法和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

关注的一个议题。人们究竟应当享有哪些方面的
环境权利或人权? 而这些权益又应得到何种程度

上的法制化保护与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层

面上的动力或阻力在环境人权的法制化过程中究

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本文将基于环境人

权在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及其面临着的现实挑战，

对上述问题做一种初步分析。

一、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环境权

国外学者对于环境人权研究的著述已经非常

丰富。1998 年，阿兰·波伊尔和迈克尔·安德森
主编的《环境保护的人权方法》，全面阐述了人权
考量或方法如何有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它着重分析了环境人权的概念性与实践性难题，

其中包括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国际和

国内人权法中关涉环境保护的形式、内容和局限

等方面的议题［1］。该书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了国
际人权法和欧共体法中的环境保护，第二部分则

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经历和难题，尤其是许多国

家已经引入环境权和国际法条款并形成的环境司

法体制。
国外学者对于环境人权研究的著述中最具代

表性的译著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简·汉考克的
《环境人权: 权力、伦理与法律》一书。该书系统阐
述了环境与人权之间的政治、伦理和法律关系［2］。
一方面，他在生态理性视角下强调了地球上非人

类存在的福利与繁荣有着自身的价值。这些价值
不依赖于人类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对非人类存在

的利用，而这些非人类存在的生存与发展的平等

权利是天然清晰和明白呈现的价值公理，人类对

其的过度限制或侵害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就此而
言，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然环境及其构成性存在是

像人一样的权利或“人权”主体。
另一方面，他大致区分了人类之人权视野下

的“环境权利”，其中包括环境自然资源接近或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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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权利、环境生态生产与生活质量的权利、环境
社会与政治民主参与的权利等。相应地，他认为，
宪政民主制下的公民或民众享有“拥有( 接近) 自
然资源的人权( 包括土地权) ”和“拥有免遭有毒污
染环境的人权”、“参与组织社会与环境运动的人
权”，并把宪法承认、国际法承认、专门法修改作为
环境人权法制化的主要路径。在他看来，“拥有自
然资源的人权”是一项群体的权利而不只是个人
或国家的权利，而“免于环境受到有毒污染的人
权”是私生活、自主性、个人安全和生命权得以实
现的前提。
从方法论上说，这些著述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

将现行国际法和国内法( 尤其是宪法) 的人权或基

本权利概念直接应用于环境领域，二是对现行国

际法和国内法( 尤其是宪法) 的人权或基本权利概

念做重新阐释后扩展到环境领域，三是创设独立

的环境人权概念并涵盖环境领域，从而达到保护

生态环境、改善人们生态环境质量的目的［3］。
而在现实层面上，国际社会对人权、环境人

权、环境人权法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展与
深化的过程。人权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之所以为
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它不以公民资格、
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文化程度、财产状况等为前
提，因而是必须得到所有社会和政府尊重的普遍

性权利。1948 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
首次承认了普遍性人权的存在，即所有人在生存

的社会中都能声称其拥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等方面的基本权利。1993 年，联合国发布的《维也
纳人权大会宣言》进一步将其明确表述为: “所有
人权都是普遍的，不可分离且相互依存、相互关
联”①。
就环境人权而言，作为对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不

断出现的环境公害事件的回应，1969 年公布的美
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和日本《东京都防止公害条
例》最先接受了这一概念———后者序言规定，“所
有市民都有过健康、安全以及舒适的生活的权利，
这种权利，不能因公害而受到侵害”，而美国密歇
根州立大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随后以“公共信
托理论”为依据做了公民环境权的法理论证［4］。
1970 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由 13 个国家代表参加

的国际会议发表的《东京宣言》中提出，“我们请
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

的环境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

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

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②。从中可以看出，这里
的“环境权”既包括所有公众应该享有的生态健康
与福利方面的环境权利，也包括后代人从当代人

手中接受一个生态健全而优美的自然环境的

权利。
1972 年，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斯
德哥尔摩宣言》中，人权与环境首次被正式连结起
来。该宣言原则一指出，“人类拥有在一种能够过
尊严和富裕生活的环境中，享受自由、平等和充足
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

代和子孙后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5］。可以看出，
该宣言明确承认了人类享有生态健康和物质惠益

上的环境权利，同时也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现实

与未来责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界定和理解的
“健康环境人权”更多是作为生存权的一种拓展和
延伸，而且后来在美国许多州环境权也的确被解

读为一种派生性人权。
1992 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
的《里约宣言》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与语境下阐
发了环境人权议题。该宣言原则一指出，“人类是
可持续发展关切的中心，人们有权过一种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健康而有益的生活”［6］。依此，环境
人权的基本意涵和维度是追求与享受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表述的优点是承认了
环境、发展和人类健康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却
回避了使用“权利”( rights) 或“人权”术语来表达
世界各国民众的可持续发展权益与要求。不仅如
此，发展关切或考量或多或少地冲淡了环境人权

概念中的生态环境质量及其保护意蕴，至少在广

大发展中国家是如此［7］。
1994 年，在联合国的一次人权与环境专家会
议上首次提出了基于权利的环境人权表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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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提交的《人权与环境原则宣言( 草案) 》的原则二
规定，“所有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安全、健康和生
态良好的环境中。这项权利和其他人权，诸如民
事、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都是普遍的、相互
依存和不可分离的”①。但显然，联合国许多成员
国并不愿意使之成为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结果
是 2002 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南非峰会也未能使环
境人权朝向制度化可操作的进程走得更远，只是

建议各国“承认环境与人权( 包括发展权) 之间可
能存在联系”。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斯德哥尔
摩宣言》还是《里约宣言》，都不是具有国际法强制
力的法律文件，而更多是具有宣示性、重要性的政
治文件，尽管许多国际法律师都会援引来自这些

文件的权威性表述。
除了联合国体制外，其他区域性组织和部分

国家也做出了环境人权法律化方面的积极努力。
例如，《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宣称，“所有民族
都有权享有有利于其发展的、总体上满意的环
境”，而《美洲人权公约》则规定，“人人有权生活在
健康的环境中，获取基本的公共服务”; 泛美人权
委员会( IACHＲ) 在一份关于厄瓜多尔人权状况的
报告中指出，严重的环境污染可能引发当地居民

的身体疾病、损伤和折磨，因而违背作为人所应受
到尊重的权利，并强调在抵制环境问题危害人类

健康的过程中，个人需要有知情权、参与相关决策
权和获得司法救助等权利;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主持制定的《奥胡斯公约》明确承认了公众参与
对于推进环境健康的重要作用，要求各国保障信

息获取、公众参与及司法救济的渠道，以保障人民
享有清洁、健康的环境权。此外，世界上包括印
度、菲律宾、哥伦比亚、智利、葡萄牙、美国在内的
90 多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了政府对其国民负有阻止
环境破坏的义务，其中 50 多个国家以公民权利的
方式承认了健康环境的重要性［8］。
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不断演进，一方面，环境

人权已经被国际法和联合国许多成员国确定为一

项基本的、独立性人权。这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拥
有( 接近) 自然资源的人权”和“拥有免遭有毒污染
环境的人权”，而后者尤指公民享有在生态健康而
富有美感的环境中生存生活的权利以及承担相应

的环境保护的义务，并进一步派生构成一个内容

丰富的公民“环境权利系统”［9］，如环境生态平衡
权、环境资源共有权( 其具体的用益权形式包括清
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宁静权、日照 /采光权、通风
权、眺望权、风景观赏权和污染物排放权) 、环境生
态人格权、环境生态代际公平权、环境精神美感权
( 包括宁静居住生活权、眺望风景赏析权、自然和
文化遗产赏析权) 等。

另一方面，就像其他许多联合国人权条款一

样，享受清洁、健康生态环境意义上的环境人权，
从一开始就遭遇到“硬法”和“软法”的二元差序化
划分甚或对立。也就是说，正如巴里·希尔、史蒂
夫·沃尔夫森和尼古拉斯·塔格基于美洲大陆国
家现实的考察所指出的，尽管这项演进中的权利

已经为一些国家的宪法和正式国际文件以及许多

国家的法院所接受，但各国仍未找到足够明确的

法律途径和框架来保证该项权利持续有效地实

施，也就是尚未达到可以执行的“硬法”的程度［8］。
例如，尽管美国环保署对体现与落实环境人权的

“环境正义”原则做了明确阐释，即在环境法律、法
规和政策的制定、适用和执行等方面，全体国民，
不论种族、肤色、国籍和财产状况差异，都应得到
公平对待和能有效参与环境决策，但事实上，许多

少数族裔和低收入者聚集的社区，往往环境负荷

过重，人们暴露在不适宜的环境危害与风险之中。

二、环境人权在中国法制化的进展

总的来说，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 治) 建

设的总体进路相一致，关于环境人权或公民环境

权利的法制化及其实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
借鉴而逐渐改进的过程。一方面，世界各国的环
境权立法与司法实践，为我们在公众人权保障和

借助人权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上提供了一

个现成的模式 /路径参照;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日渐突出的生态环境恶化难

题，也要求政府渐趋自觉地重视与强化对公众生

产、生活环境质量的保护与保障。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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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开端，
也是我国公众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立法与保护的

开端。这部 10 年后正式付诸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 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 第一
条规定: 立法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
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第六条规定:“一切
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

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从
中可以看出，这些规定事实上承认了公众享有有

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态环境和免于遭受环境污染与

其他公害的环境权利，而国家和政府负有相应的

保护与保障责任。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规定的
表述有着一种强烈的经济主义意蕴( 服务于现代

化建设) 和轻权利重义务的色彩( 强调的是公众应

该与环境破坏现象作斗争而不是自身权益) 。
1978 年 3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以下简称《宪法》) 明确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
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我国首次
以宪法条款的形式，公开宣示或承诺自然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的国家职责。1982 年，经过较大幅度
修改后的《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障自
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
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自然资

源”;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
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应该
说，这些规定中已隐含了国家( 政府) 保护与保障

公众合理地“拥有( 接近) 自然资源的权利”( 第九
条) 和“拥有免于有毒有害生态环境的权利”( 第二
十六条) 的责任。但是，由于缺乏对公民环境权利
或环境人权的明确承认( 上述两条都出现在《宪
法》总纲中而不是公民基本权利部分) ，这种责任
就更多的是一种政府( 国家) 主动担当的公共管治

责任，而不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社会与国家间

契约下的一种国家( 政府) 必须履行的执政政治责

任。更进一步说，前者意义上的失职至多是一种
政府绩效优劣的问题，而后者意义上的失职则是

一种政府违约或合法性失落的问题。
可以说，一方面，1982 年颁布的《宪法》和

1989 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共同构

成了我国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保障与保护体

制的核心或“灵魂”，20 多年来，它所发挥的积极作
用是不容置疑的; 另一方面，其缺陷也随着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日趋明显。结果
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环境法学者和环

境活动分子主张将环境权或环境人权写入“宪
法”，认为这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
制度化的根本所在。而这方面的现实推动主要来
自两个方向: 一是经过多年努力后成功实现的人

权入宪，二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法制( 治)

建设成效的深度检思。
2004 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
法》修正案。其第二十四条规定，“宪法第三十三
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护人
权’，第三款相应地改为第四款”。这种修正标志
着人权在中国已从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

念，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主体由党和政府提升为

国家。相应地，更多的学者从人权的视角来思考
环境权问题，并主张环境权应该成为受到宪法保

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的组成部分［10］。例如，有学者
认为，我国的《宪法》应该明确规定公民的实体性
与程序性环境权利，前者如日照权、眺望权、景观
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通风权、安宁权，后者
如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监督权、环
境侵害请求救济权; 不仅如此，《宪法》“公民的基
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应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有在健康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和保护环境

的义务，有获得行政机关所持有的关于环境的资

料并有机会参与各项环境决策的权利，有对污染

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的权

利”［11］。还有学者更明确地主张，《宪法》的环境
权条款应该置于第二章的第四十六条至四十七条

( 文化权利) 之后和第四十八条至第五十条( 特殊

人的权利) 之前，单条加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生活在健康、良好的环境中的权利。国家
和社会创造条件保障公民拥有健康、良好的环境。
国家、社会及每位公民都有义务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12］。
此外，部分由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

在联系，部分由于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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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远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关于
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的讨论还与可持续发展有着

密切关联。一方面，正如前文已提及的，有学者认
为，可持续发展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环

境人权的重要内容和维度［7］; 另一方面，可持续发

展权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强烈环境意涵的独立

性基本权利或人权。基于此，也有学者明确提出，
应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宪法”或制定可持续发展基
本法［13］，尽管大多数学者只将可持续发展理解为

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的实现战略或路径。
而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越来越多

的专家学者建议，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
一起写入《宪法》。例如，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的
王如松研究员在 2013 年“两会”发言中明确表示，
希望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写入《宪法》。他认
为，从长远来看，要让享有美好环境成为每个公民

的权利，让保护环境成为每个公民的义务，还是有

必要将相关内容写入《宪法》。环境权是公民在安
全、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是免于环境污染和
破坏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
在他看来，将环境权写入《宪法》是建设生态文明
的必然要求。他领衔提出的提案建议，《宪法》“序
言”第七自然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
文明协调发展”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增加“人人都有在安全、
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同时也有为当今和后

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14］。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 5 月 14 日，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12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
展》白皮书，单列章节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人权保障”［15］。与以往不同，该年度白皮书体例参
照“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格局展开论述，并
强调“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
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中国坚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
放在突出地位，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布局

的五大目标之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切实保障公

民的环境权益”。这种阐述不仅是对“十八大”提
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总体战略部署的贯

彻，也是对近年来日趋突显的公众环境健康权益

关切的回应，其中明确提及公民享有“环境权益法
律与政策保障”、“清洁生活环境权益”和“良好生
态环境权利”。
另一方向上的推动力来自我们对于改革开放

以来环境法制( 治) 建设成效的深度检思。撇开环
境法制( 治) 体制中如环境立法上的不够精细和缺

乏可操作性，环境执法上的执法不严和以罚代法，

环境司法上的过分谨小慎微等具体层面上的诸多

问题不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环境法体制作为

整体的“软法”特征。无论是系统外还是系统内，
都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不把环境法当成一种
可以严格执行的“硬法”，而且，这两者都有着共同
的环境法哲学或政治哲学观念基础，即服务于经

济现代化( 甚或说 GDP 增长) 是包括环境法在内
的所有法律立法、执法及其司法的首要目标。换
句话说，环境法律体制从“内心深处”就被置于了
一种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的附属地位。
很显然，我们的公民环境权利立法与保护也

遭遇了世界各国普遍经历的“软法”和“硬法”间的
二元差序化区分或对立，而且这种现象在我国似

乎尤为严重。更为清楚的是，这绝非仅仅是一种
法律问题，而是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问
题，但首先是一种哲学与政治问题。就像我们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时常不由自主

地偏离“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目
的一样，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也会

时常不由自主地偏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 益) ”的根本目的。承认这一点绝非是说我们的
根本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源性缺陷，而是必

须要承认，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资本逻辑会把我们

带向一个远远超出我们最初想象的异处［16］，除非

我们能够保持充分的理性与政治警觉，并设计出

行之有效的制度屏障。生态环境保护就是这方面
的一个典型实例，本来，清洁空气、绿水青山、日出
日落、云开雾散，是人类生存与生活中最基本的享
受或权益，因而是一种理所当然意义上的自然法

性质权利，或者说是一种不是权利的权利( 在其无

可置疑的意义上) 。然而，在经过复杂的资本主义
私产、财权和法权关系包装之后，环境权就成为一

81

环境人权在中国的法制化及其政治障碍



个理论上异常高深、实践上很难兑现的法律权利
( 尤其对于那些贫弱社会阶层和那些共享性权益

而言) 。“解铃还须系铃人”，消弭和破解环境法体
制上面临着的“软法”与“硬法”对立，归根结底还
有赖于我们时代的政治和哲学，而不是法律本身。
就此而言，我们所有关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讨论，都具有法哲学启蒙与

法文化解放的意义，不容低估。毫不夸张地说，这
种理解是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环境法制( 治) 建设

成效反思的最重要成果，并构成我们实践层面上

取得更大进步的认识论基础。
理论认识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

认识到我国环境法制( 治) 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及

其解决思路。例如，近年来，通过环境公益诉讼来
推动我国的环境执法与立法整体水平，成为了环

境法学界和民间环保社团的一个重要共识，并在

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社会文化精英、新闻媒体和国
家环保部等多方力量的支持，而环境公益诉讼的

理论基石就是“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
一方面，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同时包括

两个层面，即公民“拥有( 接近) 自然资源的人权”
和“拥有免遭有毒有害污染环境的人权”，而相比
之下，我们当前的环境法体制对于后者的保障与

保护不够充分。现行《宪法》和《环境保护法》总体
上更重视公民( 尤其是工商企业) 开发利用自然资

源的权利，而相对忽视公民( 个体) 享受 /维护基本
生态环境质量的权利［17］。对此，有的学者解释为，
世界各国“环境基本法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高峰期
( 人类环境会议时期和环境与发展会议时期) ，中

国的环境基本法赶上了第一轮高峰，却错过了第

二轮高峰，1989 年实施以来没有进行任何修改的
《环境保护法》已落后于社会发展及世界各国环境
基本法的发展水平”［18］。结果是，我国的环境法体
制无论从制度架构还是从贯彻落实的层面来说都

存在着巨大的“赤字”或“鸿沟”，2012 年春节前后
发生的“PM2． 5”事件和 2013 年 1 月发生的华东地
区城市严重雾霾天气，令这方面的缺憾暴露无遗。
另一方面，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同时是

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个体性权利和集体性
权利。概言之，只要承认了公民的环境权利或环

境人权，就必须承认公民同时拥有对私人性( 地方

性) 环境和公共性( 整体性) 环境的有关权利，而只

要承认了公民的个体性环境权利，就必须同时承

认联合起来的公民的集体性权利，其中包括环境

NGO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公益诉
讼”不仅是环境 NGO 参与环境保护和环境公民社
会建设的重要手段( 甚至是主要手段，否则它们最

终会选择更激进的抗议手段或走上街头) ，而且是

公民实现与确保其( 公共 /个体) 环境权利的合法
性必需工具。这方面的司法实践当然需要一个不
断尝试、总结与拓展的过程，但在理论上其正确性
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而且，从国内已经开展的“环
境公益诉讼”实践———包括地方性环境公益法庭
的创建及其审理案例———尝试来看，效果是积
极的［19］。
正是基于上述认知与现实背景的变化，作为

一种环境法改革性回应，2011 年 10 月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 修订稿经过广泛讨论
后，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后
通过; 稍后于 2011 年 11 月递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的《环境保护法》修订稿，在 2012 年 8 月底进
入了议决性阶段。结果是，修订后的《民事诉讼
法》增加了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
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然而，被寄予很高期待的“环境公益诉讼”
条款，最初却未能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接受的

《环境保护法》修正案初稿［20］，理由是“在现行环
境保护法和相关单项法律中尚未涉及，有关部门

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经过各方努力，后来审议
中终于接纳了该条款，却将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的民间组织主体仅限定为具有强烈官方色彩
的“中华环保联合会”［21］，招致了更大程度上的社
会关注与争议。
此外，2013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总共十二条，包括
了八个方面的内容: 界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十四

项认定标准; 依法严惩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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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环境监管失职罪; 对
于环境污染犯罪的四种情形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从严惩处单位犯罪; 加大对环境污染共同犯罪的

打击力度; 对于触犯多个罪名的从一重罪处断; 明

确界定了“有毒物质”的范围和认定标准; 规范环
境污染专门性问题的鉴定机构及程序。尤其是，
与 2006 年的司法解释相比，该解释明显提高了
“污染环境罪”的量刑标准( “污染环境罪”指致使
30 人以上中毒、3 人以上轻伤或者 1 人以上重伤
的;“后果特别严重”指致使 1 人以上死亡的) 和细
化了“监管失职罪”的具体标准。显然，这不仅是
为了回应广遭诟病的我国环境法制与监管中明显

地存在的“重行政管理( 审批处罚) 、轻司法监督
( 介入) ”现象［22］，也是试图在新的社会政治背景 /
语境下强化对公民环境权利的司法保护与保障。

三、环境人权法制化的政治障碍

通过《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性法律《民事诉
讼法》以及专门性法律《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
不断修改，我国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正
在得到更好的制度化保护与保障。但也无可置疑
的是，中国的环境法制( 治) 建设还未达到一个历

史性“拐点”，即明确确立与宣示生态环境保护的
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宪政基础。换句话
说，这次引致广泛社会关注的《环境保护法》修改，
在表层上是对政府、企业和第三方( 媒体、NGO 和
公众) 之间的环境权利与职责做出更加明确、均衡
和严格的规定，而更核心的则是国家对公民基本

环境权利的更充分认可、尊重，并赋予其捍卫这方
面权益的更多权利①。而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离成
功翻越这道“门槛”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换句话
说，我们还面临着诸多来自不同方面的障碍，尤其

是政治性的障碍。
对此，我们只需进一步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于《环境保护法修正案( 草案) 》条文所做的说明
和解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
案( 草案) 》的说明”指出，“本次条文修改遵循的
原则是，修改主要针对条件比较成熟、各方面意见
比较一致、现实中迫切需要修改、在环境保护工作
中具有共性的条文，不涉及要求对其他现行法律

规定进行修改的内容，注意相关法律之间和相关

法律制度之间的关联，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质

量”［20］。一般地说，这一原则是没有问题的，但就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而言却存在着明显的缺
憾———既没有充分考虑到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环
境保护法》制订实施时所处的国内外整体环境，也
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在未来数十年将会面临的生

态环境保护的严峻挑战。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
官员将“环境公益诉讼”未曾在现行环保法和单项
法律中涉及作为理由将其排斥在修正案条文之

外，是缺乏政治考量的，或者说是不够严肃的。真
正包含着某些实质性内容的，也许是这位官员的

另一句话，“有关部门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23］。
换句话说就是，许多政府部门———从中央政府部
委到地方政府———仍不同意由环境 NGO等社会组
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因为在它们看来，环境公

益、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显然并不是什么
紧迫的问题，甚至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因此，即
使做一种最朴素善良的动机推定，我国环境法制

( 治) 建设中的立法意识与观念滞后，也是一种客

观事实。
那么，我们最终冲破上述体制性藩篱而实现

一种更加制度化的环境人权法制( 治) 的前景如何

呢? 对此，笔者的看法是，一方面，我们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取得一种实质性突破; 但另一

方面，必须承认，3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和市场
经济建设，已经在我们社会中构筑了一种根深蒂

固的经济主义甚或 GDP至上的发展主义政治意识
形态。它尽管有助于在经济权益视野 /话语下重
新厘定公民主体、社会、政府与国家之间的法权关
系，使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一种经济权利

( 活动) 主体，但似乎也在把这种经济权利关系以

单向度放大的形式膨胀为一种霸权性力量，并扭

曲着我们的社会以及社会与自然、个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而随着这种法哲学或法政治思维与日
渐被资本主义及其市场逻辑侵蚀渗透的政治、社
会与文化相融合甚至合流，公民的其他方面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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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 汪劲．《环保法》修改应解决各项制度间的衔接性与关
联性问题［EB /OL］．［2013 － 06 － 26］． http ∶ ∥news． xinhua． net．
com /video /2011 － 09 /22 /c_122075125． htm; 夏光．修改《环保法》首
先是个哲学和理论问题［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2( 2) : 1．



或权利包括环境权利就很容易成为一种附属品。
因而，笔者想强调的是，中国环境法制( 治) 建设的

更大进展，除了法律渠道下的渐进改良，更为关键

的也许是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动力，尤其是来自民

间基层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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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YANG Tongjin
( Institute of Philosoph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Ethics is a traditional discipline exploring ethics and morals． In ancient societies and some non-west-
ern cultural traditions，pondering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nature was once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ethics． However，due to the mechanistic view of nature and the dualism of modern western ethics，the main-
stream of modern ethics has been ignoring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and even denying
human's ethical obligations towards nature． In many philosophers' opinion，this may be one of the major root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 crisis． Thus，to reflect human's ethical obligations towards nature from an ethical perspec-
tiv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the emerging environmental ethics． A summary to the modern construc-
tion process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will not only expand our horizon and thinking，but also
help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flecting human's ethical obligations towards natur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ethics; ecological theology; anthropocentrism; non-anthropocentric; con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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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eg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Human
Ｒights in China and its Political Obstacles

HUAN Qingzhi
( School of Marxism，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mass environmental protests occur frequently，with Xiamen PX incident as a case． ″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or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atten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issue of China's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and continuous modification to the related laws such as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spe-
cialized law like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Law″，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or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has been improv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Admittedly，however，China's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has not
yet reached a historic ″turning point″ that definitely constitutes the constitutional basis for protect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To achieve greater progress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we may
need to resort to more political and social forces，especially from the grassroot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st; environmental rights; citizen environmental rights; legislation; political ob-
st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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